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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中国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在他之后，陆王及其后继者虽然也吸收了某些形而上学

的因素，但已不再有真正的形而上学冲动了。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道学①最典型地揭示了儒家

伦理哲学一旦提升为“伦理学之后”，所可能呈现出来的比较完善的理论构架，但也暴露了自身

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比较可以大致看出来。本文将考察道学与西方形而上

学在有与无、知与行、言与意这三个最基本的原理上的异同，并将这种比较深入到具体的中西

文化差异。

从宋明道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之别
看中西文化分野

邓晓芒

【内容摘要】　宋明道学与西方形而上学对有无关系的理解存在分殊，前者理解成以无开端的有，后者

只相信以有开端的无。这是基于中西两种不同的甚至是颠倒的文化结构模式，即中国文

化所立足的是行为和德行，而西方文化所崇尚的是认知和科学。因此，在知和行的关系

上，道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一门“伦理学之后”的实践哲学，它即使涉及一些认识论

问题，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只是为了给人的伦理行为寻求某种宇宙论的“模型”。

西方形而上学则把“对思想的思想”看作哲学的最高目的，即超感性的神。这就是宋明

理学的“天理”和西方的“理性”的根本区别。所以在言和意的关系上，西方形而上学

的理性精神骨子里是一种语言的“逻各斯”精神，它通往上帝的圣言，只能是意在言内，

讲究的是逻辑的清晰性；而道学的精神则是意在言外，无论理学或心学，都是如此，将

语言的隐喻性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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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无

中国形而上学从先秦道家以来，经过魏晋玄学，直到宋儒，始终脱离不了“以无为本”的大原则。

凡是开始抛弃本无立场而转向崇有者，均显示其背离形而上学而下降为形而下之器的趋势。这一

点，在宋明道学的创始人周敦颐的太极图中已经看得出来。他把“无极而太极”设定为天理之根

源，万物之终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而不直接定为“太极”？这要从“太极图”的来源来说明。

太极图的前身是道教的“无极图”，来自道士陈抟（871—989）刻于华山石壁之上的无极图，甚至

有人说太极图“本名无极图”。②“无极”一词出于《道德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与前文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以及后文“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两句相并列，可见“无极”之说本于

老子贵无论。但为什么又要改“无极图”为“太极图”呢？因为周敦颐正是要借此而将道教和道

家思想引入儒学。“太极”一词出自《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在《易经》中，太极是最高的，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指的就是太极，以下的两仪（阴阳）

和四象八卦等都是由道所“生”的形而下之器。那么在“太极图”中，太极和无极又是什么关系呢？

按周敦颐的说法是“太极本无极也”（《太极图说》）。朱熹对此解释得很细致 ：“无极而太极，不是

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形

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因此，在“无

极而太极”中，“太极”就是“道”，也就是“理”，“无极”则是用来描述“太极”的，它表明“太

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令人想起老子的“三十辐共一毂，

当其无，有车之用”（《道德经》）。整个来说，则相当于对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

德经》）的详解。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不讲“无极”而只讲“太极”，又会如何呢？显然，那就会将最高的太极

等同于“有情有状”的形下之器，而拉不开形上形下的距离。而当人们成天陷在形下之器中，所有

的行为举止都将是应运而生，因时而动，没有一个“应当”的标准和维度来评价和衡量，则全部伦

理道德都将失去了根据。即使有既定的传统和道德范例供人仿效和敬仰，也只能是教条式的模仿和

接受，说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道德没有自然模型来参照，就只剩下盲目崇拜和迷信，只能

靠动之以情来煽动，甚至靠武力和强制来维持，气魄再大，也是行之不远的。所以连孔子也说 ：“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但他没有点明，

德和礼之所以是不能强加的，就在于它们是讲道理的，而且这个道理不是一时一事的行动技巧，而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人认可的自然之理、天然之理（天理）。这就需要跳出一切存有而立足于虚无

之境来看待这个世界和万物，要从无中生出或推出万有来。所以，给“太极”加上“无极”的头衔

实际上是为“太极”加冕，使之不仅代表“存在者整体”，而且提升到“有与无”这一至高无上的层次，

这才是形而上学或伦理学之后的层次。也只有在这一层次上，才有可能建立起指导实践哲学的自然

模型。所以陆九渊要毁掉这一模型，就必须否定“太极”之上还有“无极”。他认为《系辞》只说了“易

有太极”，周敦颐《太极图说》却在之上加了个“无极”，“疑非周子所为”，应该去掉。③

虽然在宋代以前，儒家伦理并没有意识到建立自己的实践模型的重要性，更没有着手去创建它，

以至于一旦要为自己寻求形而上学的根据时，就只有到老庄那里去借用，但有时也显露出了一些

自发地到更高处寻找模型的倾向。这种倾向通常表达为 ：“天”怎么样，我们就怎么做。如《论语· 

阳货》中说 ：“子曰 ：‘予欲无言。’子贡曰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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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只做不说，我也就只做不说了。又据说有人问孔子，为什么见大

水必观，答曰 ：“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

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

似正。绰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见大水必观焉。”

（《荀子·宥坐》）这是更加直接地把自然现象当作自己实践行为的模型了。再如“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易经·乾卦》）以及“地势顺，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坤卦》）。君子效法天地，刚

健而宽厚，因而“天行”和“地势”都可以看作君子德行的模型。所以张岱年在讲中国哲学的人

生论时说 ：“中国哲学的文章与谈论，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更不止此，中国思想

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表准 ；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

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④这话不但适用于儒家，也适用于道家。这只要看看《道德经》的“无

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即可明白。但由于儒家

没有专门去探讨宇宙的根本原理，而只是将这原理当作旗号，所以更常常表达为“第一句”和“第

二句”相互对照的方式。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模型，儒家伦理学将失去理据，只剩下情感的感召，

在说服力上将受到很大的削弱。一旦添加了模型，儒家的伦理说教就会变得理直气壮，不容置疑，

甚至天经地义了。只是儒家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模型上，这成了道家所关注的主要话题。

相比之下，西方形而上学则不需要这一套模型，而是直接去寻找万物的“开端”，也就是寻找

万物的本原或始基（ἀρχὴ），这就是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的名言 ：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

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巴门尼德则把这个东西确定为“存在”。到了亚里士多德，则把

形而上学的任务规定为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实际上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这里面至少在

字面上没有任何隐喻、类比或修辞，不是为了转用于道德实践（当然也不排除可以贯彻在道德实践

中），而是为了把握万物的本体（实体）到底“是什么”；也不是为了加强道德说教的底气和说服力，

而是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奇心和穷根究底的兴趣。所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开始就为“用什么作

开端”的问题殚思竭虑，他的答案就是“纯存在”或“纯有”。当然，西方形而上学作为物理学“之后”，

也并不就是一种简单的物理学上的发现或规定，而是一种“反思”性的规定。换言之，不是经验到

了诸多事物都是存在物而归纳出来的结论，而是反思到我们在规定万物时所必须考虑和运用的概念

和方法。所以在柏拉图那里，一切形而上的问题都是“理念论”范围中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正式建

立形而上学则是依靠我们的语法习惯和说话方式作为线索，这种线索本身则被系统化为形式逻辑的

“工具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则更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所展示的则是上帝，“只

有上帝才是一切实在中之真实者，最高的实在”，它是“包含有反思在内”的。⑤

这样一种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所针对的不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而是人的思维对万物存在

的把握，所以它的开端必然只能是存在（有），而不可能是无。如果要从整体上把握万物，那么存在

或有肯定是第一个范畴，因为它是万物的最抽象、最普遍的共相。当然，对于存在着的具体的事物

而言，一切哲学范畴都是最抽象、最普遍的概念，例如“实体”“原因”“质”“量”等，不像“动物”“橡树”

之类的概念那样只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例如，我们可以说，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实体，都有

原因，都有质和量，等等。但“存在”范畴比这一切都更抽象、更普遍，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说，实

体、原因、质或量都是“存在”，但我们却不能直接说，实体就是原因，原因就是质，或者质就是量，

这需要进一步论证才行，否则就是“混淆概念”了。“存在（有、是）”在一切范畴中独一无二的特

殊地位不仅体现在它比其他范畴更高、更普遍之上，而且体现在，唯有它能充当语句中的“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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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此能够用来“说”其他范畴，而其他范畴则只能作为谓词而隶属于它之下。

至于和“存在（有）”相反的“无”，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虽然也少不了谈论，但顶多只是作为

存在或有的陪衬，它是寄生于“有”之上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一个无”。但像庄子那样说“无

有一无有”，这在西方哲学看来是不合法的，因为你只有承认了“有一个无有”，你才能说“无

有一无有”，而这与你的前提是自相矛盾的。⑥但这在中国哲学看来很自然，因为并不是我要说

“无有一无有”，而是天地万有本来就出乎无有，连无有本身也一无所有。这与巴门尼德的命题

“存在（者）存在，非存在不存在”的意思恰好完全相反，前者肯定无为根本，后者则否定了一

切无的可能。庄子在另一处说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 ；及为无有

矣，何从至此哉！”（《庄子·知北游》）这说明“无无”（也就是“使无成为无”）是凡人不可能做

到的，因此当他“无有”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无有是他的第一原则，不可能再去

追问它的根据了。在西方，只有上帝才能在一片空无中创造出整个世界来，也就是能够使无“无化”

而成为有，但前提仍然是“有上帝”。所以黑格尔把这种以“有”（有上帝）为前提的“无”称作

“绝对的否定”，在这种意义上，“‘无’的最高形式，就其自为地来说，就会是‘自由’。但就其

深入自身中最高的凝聚性并且本身是一种绝对的肯定而言，它就是否定性”。⑦而在道家哲学及

中国传统形而上学那里，“无”作为“道”的“最高形式”既不是否定，更不是“自由”，它本

身毋宁是一种原始肯定的自然状态。

但老庄也好，宋儒也好，他们所讲的“无”都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无”，而总是和“有”处

在某种关系中，对“有”发生着某种本质性的影响。老庄的无中生有，宋儒的无极而太极，所表

达的都是某种特定的无，即能够化身为有的无，这在《易经》中被概括为一个字——易。据说“易

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易纬 • 乾凿度》）。简易是指它作为最高范畴可以概括一切，无

须其他解释而简明易懂 ；变易是该字的本义，易就是变 ；不易则是形容它的贯穿一切的永恒性，

《易经》作为“变经”，是永恒的经典。简易和不易都是引申义，只有变易才是实际的意思，而这

变易主要是指由无变有，以无极为太极而“生”出万物。

变易思想在古希腊也是最古老的哲学思想，从米利都学派的“无定形”（ἄπειρον，音译作“阿

派朗”，派生出另一个意思即“无限”）就开始了。到赫拉克利特则提出 ：“万物流变，无物常住”，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⑧所以“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样的河流 ；我们既存在又不存 

在”。⑨但从“万物流变”中直接引出“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有又无），也就是把“变易”看作有

和无的统一，这是中国《易经》中的变易思想从未想到要做的一项工作，否则的话，“易”就不

会具有“简易”的意思，而会成为一项“支离事业”了。⑩而赫拉克利特从“变易”中分析出“存

在”和“不存在（无）”两个方面，恰好启发了巴门尼德对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后者得出的

结论是 ：“一条路，存在是存在的，不可能不存在，这是可靠的途径（因为它通向真理）；另一条路，

存在是不存在的，非存在必然存在。”⑪为什么说前一条路才通向真理呢？因为“能够被表达、被

思想的必须是存在，因为仅仅对存在而言这才有可能”，相反，“决不能证明存在着非存在”。⑫所

以，“现在只留下一条途径可以言说，这就是存在是存在的”。⑬这里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巴

门尼德在这里用作判定标准的就是“表达”“言说”，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和“证明”，因

为根据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哲学）重视“逻各斯”（λόγος，即“话语”）的语言学精神，“存在（是）”

本身就是使一切词汇能够结合为有意义的命题和语句的不可缺少的纽带，即“系词”。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要将“作为存在（有）的存在（有）”设定为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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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的核心主题，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也要以“存在”而不是“非存在（无）”作为整个

体系的开端了。这都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其他的“话”就都没法“说”了。而一旦设定了存在（有、

是）作为开端，则可以用来“说”任何事物，如亚里士多德说，“我们甚至对‘非有’也说它是
4

‘非

有’”。⑭而一旦说开了，则有和无的绝对区别就消失了，所以黑格尔在确定了“逻辑学”的开端

是“存在（有）”之后，接下来就说 ：“但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

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⑮然而，在这种意义上被直接理解为“无”的“有”是“一个不可言说

之物 ；它与‘无’的区别，只是一个单纯的意谓（Meinung）而已”。⑯换言之，“有中之无”是并

未在“有”中说出来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将这样理解的“无”称作“以有开端的无”。

在黑格尔看来，尽管有直接就是无，但仍然要将有作为开端置于无之前，理由是无在有中不

可“言说”，这是西方形而上学由先天基因中带来的特色，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形而上学。⑰例如，

老子《道德经》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显然也是把不可道、不可名的

常道常名归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了，但这并不妨碍老子将“无名”置于“有名”之先。这就

定下了中国形而上学的基因编码，即不可说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自己心中去玩味，去体会，就

像程颢所说的，“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十二）。换言之，

中国的形而上学中，不可说的东西才是最高层次的东西，天理、道、无极而太极，这都是不能说、

只能靠自己去体会的东西 ；或者说，即使说了，也只是“强字之”“强为之名”（《道德经》），即姑

妄言之，然后让你自己去“得意忘言”、去“悟”。中国古代的“有”并不作系词用，系词的功能

通常用意会的办法来充当 ；因此语言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引发意会，在这方面，“有”和“无”相

比并不具有天然的在先性，反而因其可以名状言说而处于形而下的层次，“无”则属于形而上的

话题。

当然，中国哲学也并没有否定“有”，佛家的“假有真空”“五蕴皆空”在中国儒道看来也是

过于偏激的。老子也只是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宋儒更是只把无当作有的一个入口处，

是建立一个总体的模型所必要的，接下来就埋头于万有之理的阐述了。反过来说，同样，西方哲学

自巴门尼德以后也没有否定无，而是将无理解为一种“否定”的行动而纳入“有”之中，使“有”

具有了内在的能动性。黑格尔曾反驳中国以无开端的哲学（即老子哲学）说 ：“如果照这个说法，无

真是那种推理的结果，并造成以无为开端（如中国哲学），那就连手都不用转了，因为在转手之间，

无就已转为有了。”⑱我曾就此批评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会，因为道家从无到有的推演“不是靠‘转

手’或否定的能动过程，而是靠‘无’这一最高抽象水平的自然下降才产生出来的……这才使无本

身也成了有”。⑲所谓“自然下降”，比如说生殖，通常叫作“化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黑格尔

的体系从有开端并不是他个人的爱好问题，“而是一个由整个文化心理传统所决定的问题 ；因为以

有开端的无必然是能动的否定，必然是一个东西的自身异化、外化，这才能产生外向、进取、自由

的冲力和打破自身限制的哲学，才有反思和向自身的复归 ；反之，以无开端的有则只是自然生成（‘忽

而自有’），只是在一切外来影响面前保持内心的清静无为，只是万有的无区别、无所谓和个体的消融”。

“在对‘无’的理解上则必然是 ：前者理解为运动发展的内在冲力，后者理解为寂寞无为的宁静状态 ；

前者理解为分裂、矛盾，后者理解为和谐无争 ；前者理解为自由意志，后者理解为自然无欲或扭曲

意志（‘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⑳以无开端的有和以有开端的无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结构的模式，而

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两种互相颠倒的模式，是因为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所立足的是认知和科学，中国

文化所立足的是行为和德行。这就必须从知与行的关系来理解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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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行

我曾讲过，中国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践哲学，即“伦理学之后”，㉑只不过采取了一种

认知哲学的“模型”而已。它即使涉及了一些认识论问题，也不是为了借此来追求“真理”，以

便获得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知识，而只是为了给人的伦理行为寻求某种宇宙论的根据和认知上

的辩护。在老子那里，提倡一种反智主义，主张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

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在认识论上只限于一种“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的直觉

观照，只要凭借这种观照，就能“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直击形而上的本体。相反，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道德经》）。到朱熹，则主张“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致。蒋元进

曰 ：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极。先生曰 ：此是一事一物之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

极只是个极好极善的道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所以凡有一物，必有一理，此理号称“物理”

（阴阳动静之类），其实乃是伦理（仁义诚敬之类）。因此当他鼓吹“格物致知”，所谓“今日格一物，

明日格一物”的“工夫”时，常令人误解为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其实与客观事物的知识没有什

么关系，不过是通过待人接物而懂得在君臣父子的伦理体系中学会如何“做人”的道理而已。格

物是为了穷理，即懂得“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

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用冯友兰的话说，“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

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㉒ 

所以，对于朱熹的“无极太极”之说中形上形下的关系，不但要从“本末”上来理解，如“理和气”

的关系，更要从“体用”上来理解，即“知和行”的关系。

与之相反，西方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知识论之上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

第一句话说的就是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㉓他在比较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如感觉、经验、技术和

工匠艺术等实用的和非实用的知识（如工匠艺术、数学，后者产生于闲暇）之后认为，理论知识比

生产的知识更有智慧，而“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㉔其中，哲人的智慧高于一切

其他智慧，因为“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㉕ 

哲人“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

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㉖西方传统的科学精神就是由这种超功利的哲学精

神所决定的。而这样的探求就是“理性”（νοῦς，又译作“神心”）的功能，“它是思辨活动，它在

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可追求，它有着本己的快乐……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

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㉗并且，“只有这种活动才可以说由于自身被热爱，在理论思

维之外，从这种活动中什么也不生成。而从实践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总要得到另外的东西”。㉘ 

“因此若以理性为至善，理性（神心）就只能致想于神圣的自身，而思想就成为思想于思想的一种

思想……惟全善的神心历万古而常单纯地以大自我为思想。”㉙这足够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

学探讨的是“对思想的思想”，即“理性”，而这就是超然世外的“神”。它与人的实践活动，包

括人的伦理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种纯粹的思辨智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肯定也能促进

实践智慧，但那已是第二层次的意义，不足以动摇思辨智慧的独立自足性。

这样的“理性”并非宋明理学家所设想的“天理”或“万物之理”。理性虽然也体现在万物之中，

但并非万物的经验属性（“条理”“肌理”“纹理”“腠理”），而是思想本身的法则，即逻辑规律。

亚里士多德由此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而由于这套体系超越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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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纯粹抽象的性质，它就成了运用于具体事物之上以获得真理的“工具论”，从而形成了西

方认识论主客二分的“符合真理论”的格局。到了黑格尔那里，虽然通过对形式逻辑的辩证的改

造而克服了主客二分，达到了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的一致，但理性本身超越于感性世界之上的“绝

对认知”性质与亚里士多德的“对思想的思想”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逻辑学》则被看作上

帝在创造世界之前所预先制定的蓝图。在这里，不需要什么“模型”来为人的道德伦理活动提供

模仿的榜样和样板，而是将理性直接运用于物理和伦理之中，只不过这种运用和理性思维本身的

规律（即逻辑）在层次上还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2 中所说的 ：

概括讲来，哲学首先可以规定为对于对象的思维着的考察。但如果说“人凭借思维而与

禽兽区别开来”这话是对的（这话当然是对的），那么一切人性的东西就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

为其凭借思维而起作用才是人的。不过由于哲学是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思

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概念的认识，所以哲学思维总还是与在一切人性的东西中活跃着的思

维、甚至与造就人性的东西为人类性的思维有所差别，哪怕它与这些思维自在地不过是同一

个思维也罢。这一区别又与这一事实相联系，即 ：由思维建立起来的、人性的意识内容，首

先并不显现在思想的形式中，而是显现为情感、直观、表象的形式——这些形式必须与作为

形式的思维区别开来。㉚

“作为形式的思维”也就是作为逻辑的思维，但不限于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即概念本

身的辩证推演。这种概念推演与伦理学没有关系，相反，一旦运用于现实生活，它往往是对传统

伦理学命题的解构。例如，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有—无”结构在其动态过程中达到了有无

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变易（Das Werden）”。㉛这纯粹是一种概念进展，是从有到无、又从无到

有的这一回转过程所形成的第一个“具体概念”。变易概念的自否定成为“限有”（定在），限有则

自否定进到“无限”，也就是突破有限的限制。这种对无限的理解还只是一种“坏的或否定的无限”，

“这种无限只不过表示有限事物应该扬弃罢了”。㉜黑格尔批评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有限只

是应该加以扬弃的，无限不应该只是一否定之物，而应该是一肯定之物。在这种‘应该’里，总

是包含有一种软弱性，即某种事情，虽然已被承认为正当的，但自己却又不能使它实现出来。康

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就其伦理思想而论，从没有超出这种‘应该’的观点。”㉝只有当这种一味否

定的无限返回到自身的肯定，才从坏的无限上升到真无限，成为具有无限否定性的限有，即“自

为存在”（自为之有）。㉞这就达到了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自由），它恰好是对康德等人的“应该”

的伦理思想的突破。

我们也可以把黑格尔这种具备了真无限的锋芒的变易看作对《易经》的变易思想的批判。《易

经·系辞上》说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与于此”，此句可以看到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

德经》）的影子。“易”就是从无思无为到感通天下的过程，但为什么无思无为就能够感通天下呢？

这里用了一个否定句 ：如果不是天下“至神”，如何能够做到这样。下面接着说 ：对于这个“至神”

的变易过程，“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对此有人注曰 ：“‘深’谓深广难测，‘几’‘幽’谓几微、

幽微未明。”㉟这些都是神秘主义的说法，意思其实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圣人正在研究

着呢！但无论如何，万事万物就是这样从无中生出来的，而一生出来，就带上了伦理色彩。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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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经·系辞上》）

这段话清晰地展示了人伦道德通过天地万物的变易而来的过程。然而，雷霆风雨日月寒暑与

尊卑贵贱男女和贤人之德究竟有什么关系，这里其实并没有论证，也不需要论证。这是现成的教

义，它只是告诉人们，什么叫做“天经地义”，什么叫做“不易”之理。后面讲无思无为感通天下，

倒是有点要说一说这个“天下之理”是如何来的意思，但却归之于“至神”和“几微”。总之是

你信就行了，不信你会遭诅咒。这里提供了一个伦理教化的模型，如果你想做个“好人”、君子，

就“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往这个模型里面套，不用问为什么。但这也未免过于“简易”了。

黑格尔不可能认同这种“应该”。他连康德、费希特那种用纯粹实践理性推出来的“应该”

都看不过眼，而偏要在客观事物的变易法则和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这是一切真正的伦理法则的前提）

之间找到过渡的中介，而不能用此岸和彼岸的对立来隔绝它们。在《精神现象学》中，由变易而

来的真无限性正是通往自我意识的中介 ：

无限性或者这种纯粹自身运动的绝对不安息，即，凡是以某种方式，譬如说，作为存在

而被规定的东西，毋宁都是这个规定性的反面，这种不安息虽然已经是前此一切阶段的灵魂

了，然而只有在内在东西中它自身才自由地显露出来。现象或力的转换本身已经将它显示出

来了，但是它首先是作为解释而自由地显露出来的 ；并且由于它最终对意识而言才是对象，

才是它所是的东西，于是意识就是自我意识。㊱

“绝对不安息”就是绝对的变易。这不仅仅是从无到有的生成，而是每个存在之物向自己的

反面转化。它最初显现为现象或力的转换，但只有在“内在的东西”中才不受外部干扰地显示出

来。这种显示最初是作为观察者从外部所作的“解释”，但其实它只有对意识而言才是对象，观

察者对于对象变易的解释其实就是观察者自己内部的变易，意识就成了自我意识。被康德推到自

在存在中去的东西，现在就被黑格尔纳入了自我意识之中，成了“自为存在”。“由于这种无限性

的概念是意识的对象，所以意识就意识到这区别同样是直接被扬弃的东西 ；它是本身自为的，它

是对无区别者的区别，或者说，它是自我意识。”㊲而在《易经》中，变易的原因始终只是自在的

存在（自在之物），但它不像康德那样归之于“不可知”，而是归之于“不必知”。因为，是否能从

科学知识上对这种变易加以认知，这对于伦理行为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而从道德实践意义上对

它的认知则是每个人生来已经到手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德良知”。所以《易经》通

过变易而显示的伦理规范仅仅处于意识水平，而未达到自我意识。黑格尔说 ：“要认识意识通过

知道它自身而知道些什么，还需要多费周折”，其中跨出去的第一步，就是要意识到“自我意识

就是欲望一般”。㊳这正好是宋儒包括明清以来的儒家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旗号努力要排除掉的。

为什么要排除掉？就是因为个体的欲望（私欲）与既定的伦理秩序（天理）相冲突。没有人想到

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来摆平各个个体的私欲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

一种讲道理的伦理秩序，这只是西方文化的套路。㊴而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又可以追溯到对知

与行的各有侧重 ：西方文化看重的是逻辑理性，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伦理思想，都必须以逻辑理

性为基础，因而必须把“美德”建立于“知识”之上（苏格拉底）；而中国文化看重的是实践效果

（荀子《儒效》），在既有的社会状态下效果好的伦理原则不用认识，只须诚心接受和情感认同，被

奉之为“天理”“天道”或“太极”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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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意

可见，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是建立在语言即“逻各斯”之上的，没有对语言以及语言规范（逻辑）

的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及后世一切形而上学的构想都是不可能的。其实，早在巴

门尼德那里，“言说”就已被当作“存在物存在”的证明了。“我也不能让你这样说或想 ：它从非

存在物中产生。因为，存在物可以不存在，这件事是无法言说和不可思议的”，所以必须把这条途

径“当作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途径抛在一边（这确实不是真正的途径）”，沿着这条思路“是什

么都学不到的，因为你既不能认识非存在（这确乎是办不到的），也不能把它说出来”。㊵即使你在

语言中固定了某些名词，如既存在又不存在、变易等，都只不过是空洞的声音，是无法言说的。㊶ 

为什么无法言说？是因为缺少一个系词“是”（存在）。

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把“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是的是）定为他的《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

今天的人（特别是在海德格尔以后）更倾向于把巴门尼德的“存在存在”译为“存在物（或存在

者）存在”，把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存在的存在”译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固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显然忽视了他们的“存在”作为系词“是”的重要性。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存在者”为什么

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存在者，我们仍然可以研究很多其他的东西，如理想、信仰、幻想、

感情、美，还有非存在者、无等。但是如果没有“是”，这一切都不用谈了。㊷“是”作为一切言

说的根才是亚里士多德把“作为是的是”定为《形而上学》的主题的更根本的原因，所以每当他

遇到需要解释的问题时就摆出证据，看看我们平常是怎么“说”这件事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

是怎么对这件事说“是”的。当我们只说一个字，例如我说“家”，这还不能算是言说，因为这

个单词的发音如果不联系其他的发音是没有意义的（别人甚至不知道你说的 jiā 是汉语还是其他

语言，同一个“家”的发音，德语中是“Heim”，英语中是“home”，都不一样）；只有当你说 ：“这

是我家”，或者说“家是温暖的”，这才成“话”，才有意义。

古代汉语一般不太把“是”当回事。《说文解字》曰 ：“是，直也，从日、正。”以日为正，

当然是肯定的意思，“正确”或“对”的意思，如说“实事求是”“是非对错”；或用作指示词，

如说“是日”“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相当于“此”“这”。可组合成“是以”（上德不德是以

有德）、“是谓”（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惟……是……”（唯利是图、唯道是从）。偶尔也有作系词

（A 是 B）的用法，如“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崇有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省掉系词“是”，

而用两词接续的方式表示 ：“A，B 也”，如说“虚无，有之所谓遗者也”，意思完全一样。㊸但古

时不用标点，后一种说法更需要敏锐的意会能力，而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强项。所以，当中国人

读到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即使无标点，在句法上也丝毫

不会感到困难。试译作西文，若不准用“是”字（如英文的 is，德文的 ist），则是根本无法看懂的。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和形而上学不是很在乎句子的逻辑清晰性，所重视的更多是词汇内涵

和隐喻的深度。㊹由此而有庄子“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之说。《易经·系辞上》曰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对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是

以“言”和“象”作为激发出“意”来的引子，一旦得意，即可忘象忘言。所谓“忘”，并不是

要废掉它们，而是不要执着于言象这些外在的声音形象，不去追究它们的逻辑关系，而是要借

此沉入内心，玩味体会，才会豁然开朗，彰显真谛。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有 ：“此

绝句极佳 , 意在言外 , 而幽怨之情自见 , 不待明言之也。”虽然“不待明言之”，但已有“绝句”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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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极佳”，佳在何处？不在言中，而在“言外”。言外之意是什么？这里讲的是“幽怨之情”，

其实也可以是幽微之几、玄妙之门，“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经·系辞上》）。虽然“神无方而易无体”，

但它却可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同上）。就是说，代替语言

的是行动，易道体现于人的德行中。而德行则发乎人内心深处与易道玄通。后面这层意思在《易传》

中未能展开，因为尽管点了一句“形而上者谓之道”，但接下来讲的全是形而下之器（化而裁之、

推而行之、举而错之）。因为此书的性质是对一部占筮之书的解释，注重的是圣人在治国之术方

面以及君子在临事决策方面的可操作性（吉凶）。至于对人的内在心性的体验方面，则是儒家“道

统”（子思、孟子等人）所关注的重点。㊺

而在宋明道学中，则是将这两方面融为一体了。朱熹的一段话正可以说明这种融合的模式 ：“太

极，形而上之道也 ；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以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

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穆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太极图说注》）

形而下之器是“以其著者观之”，其中有动静阴阳之区别，有区别就有可操作性 ；形而上之道则

是“自其微者观之”，虽然“冲穆无朕”，但已隐含其理于自身中。所以，太极、道或理就是那无

形中打通双方的“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之所以如此之“神”、如此之“阴

阳不测”，正是因为“太极”就是“无极”。“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 ；以为

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 ；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 ；以为通贯全体，

无乎不载，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也正因为理之无方所无形态，

无乎不载而“无声臭影响之可言”，所以显得十分神秘。虽说是“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

子语类》卷九），但“所觉者，心之理也 ；能觉者，气之灵也”（《朱子语类》卷五）。所以他又说 ：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

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朱

子语类》卷四）理“无所凑泊”，不能从声臭影响来说它，虽然要“附着”于气即言语动作等之上，

但本身毕竟不是气，因此不能用言语等来穷尽之。由此而生出朱熹所谓“格物穷理”之论。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

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

这里无形中吸收了佛教的由渐悟到顿悟的方法。㊻正是因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惟

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 • 大禹谟》）是极为困难的，没有这套格物致知、从渐悟到顿悟的工夫，

根本做不到。陆王心学认为朱熹这一套日复一日的“工夫”实在是过于“支离”了，不如“用敬”

而顿悟，毕其功于一役。其实，理学与心学虽然在“工夫”如何做上背道而驰，但出发点却是一致的，

即万理在一心中。正因为万理具于一心，所以朱熹认为应当从万物中一件一件去“求放心”，像孟

子所说的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而陆王则恰好认为，既然万理已

具于一心，所以不须外求，反身而诚即可，这也是孟子说的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孟子·尽心上》）比朱熹小十几岁的南宋理学家陈普的诗《孟子·求放心》综合了这两种境界 ：“放

豚无迹竟西奔，着意追求孰用功。惟必操存能主敬，依然不离这腔中。”如何能够单靠“主敬”就

收回“放心”？陆王偏于居敬守诚，“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 , 从容中道 , 圣人也 ; 诚之者 , 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第十九章）。但对这段话的理解，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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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的意思是要下足工夫，你不是圣人，只是“诚之者”，所以做不到“从容中道”，而必须“择善而

固执之”。他说 ：“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

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中庸章句注》）

王阳明则放言 ：“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意思是，诚与不诚在乎一念之间，只要你心诚，你

就和天道合一了。当然，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按王阳明的意思，还得“破心中贼”，而且很“难”。

只有破完了，剩下的才是“圣人”之“诚”。区别在于，朱熹下的是在外面致知穷理的工夫，王阳

明下的是在内心做清洁的工夫。但两者都要“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大学章句注》）。

但究竟什么是所谓“天理”，始终是神妙莫测的。朱熹认为《大学》“格物，不说穷理，却说格物。

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五）。物

固然离不得理，而理却有时离物 ；离物，则无法言说，不可捉摸。朱熹有时又说 ：“有是理便有

是气”“理未尝离乎气”（《朱子语类》卷一），似有矛盾。但此处讨论的是“言理”“言物”，彼处

则是就有无立论，“有是理便有是气”，但“有理”不见得能够“言理”，这里其实并无矛盾。所

以他说 ：“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朱子语类》卷七十五）言理只有从

事物上可言，就理本身则不可言。因此他所谓“理事无碍”只是就本体有无来说的，而在言说

表达上恰好是有碍的，具体事物之理可知，统一的“理本身”则不可知、不可言。虽然不可言，

但却可行，因为“行”属于“事物”。我说不出来，但我可以做给你看。朱熹经常拿庄子的“庖

丁解牛”来比喻“即物穷理”，陈荣捷说，朱熹在《语类》中六次引用庄子的“庖丁解牛”，“借

以说明理之得名，理之会通，徐徐观众理，随次渐进，养生之术，无适而不见仁见义。举凡理

这观念，为学之方，与修养之道，皆可于庖丁解牛而得”。㊼庖丁由技而进于道，经过多年的实

践才做到“依乎天理”，最后“终于突破了对于事物的表象直观，而达到了对于内在于事物的道

或理的把握。这也就是格物致知的根本精神”。㊽但试问，庖丁能将他所把握到的道或理说出来

或告诉别人吗？显然不行。文惠君自以为“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矣”（《庄子·养生主》），其实

未得，除非他自己花几十年也去经历一番，否则正如斫轮老手七十年的经验也无法传给自己没

有这番经历的儿子一样（《天道》）。难怪程颢慨叹“天理”只能“自家体贴”出来，别人说的都

不算数。这些都说明，如何得天理的过程固然可以说出来，但天理本身无法说出来，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所以还是“言不尽意”“意在言外”。

宋明道学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比较，头绪众多，话题纷扰，纠缠不清，但大体说来，不外乎上

述三个层面，从有无、知行、言意三对概念中，透露出来的是中西哲学各自不同的传承理路和文

化背景。如宋明道学在有无关系上主张以无开端的有，西方形而上学则只相信以有开端的无。这

是因为中国文化所立足的是行为和德行，而西方文化所崇尚的是认知和科学。正因为如此，在知

和行的关系上，道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一门“伦理学之后”的实践哲学，它即使涉及一些认识

论问题，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只是为了给人的伦理行为寻求某种宇宙论的“模型”；西方

形而上学则把“对思想的思想”看作哲学的最高目的，即超感性的神。而这样一来，在言和意的

关系上，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精神骨子里是一种语言的“逻各斯”精神，它通往上帝的圣言，只

能是意在言内，讲究的是逻辑的清晰性 ；而道学的精神则是意在言外，无论理学或心学，都是如此，

将语言的隐喻性发挥到了极致。

注释 ：

① “宋明道学”又称“宋明理学”，本文强调其道家形而

上学的渊源，故以此为题。

②③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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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第 823 页，第 942 页。

④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165 页。

⑤⑦⑮⑯㉚㉛㉜㉝㉞ 黑格尔 ：《小逻辑》，贺麟译，北京 ：

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190 页，第 193 页（译文有改动），

第 192 页，第 193 页，第 38 页（译文有改动），第 195 页，

第 206 页，第 208 页，第 211 页。

⑥ 庄子的原文是“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

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庄子·庚桑楚》）

⑧ 苗力田 ：《古希腊哲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39—40 页。

⑨㊵㊶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 ：

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27 页，第 51—52 页，第 53 页。

⑩ 参见陆九渊在“鹅湖之会”讽刺朱熹的话 ：“易简工夫

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⑪⑫⑬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 ：《希腊哲学史》

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595—596 页，

第 597 页，第 599 页。

⑭ 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35 页。

吴寿彭译作 ：“我们即便说‘非是’也得‘是’一个‘非是’”。

参见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

书馆，1981 年，第 57 页。

⑰ 参见后文“言与意”部分。

⑱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第 90 页。

⑲⑳ 邓晓芒 ：《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206 页，第 207 页。

㉑ 邓晓芒 ：《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上、下），《探索与争

鸣》2019 年第 9、10 期。

㉒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92 年，

第 920 页。

㉓㉔㉕㉖㉙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第 1 页，第 3 页，

第 4 页，第 5 页，第 254—255 页。

㉗㉘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主编，《亚

里士多德全集》第 8 卷，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228 页，第 227 页。

㉟ 陈鼓应、赵建伟注译 ：《周易今注今译》，北京 ：商务

印书馆，2007 年，第 625 页。

㊱㊲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句读本），邓晓芒译，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04—105 页，第 105 页。

㊳ 同上书，第 106、110—111 页。这里的“欲望一般”

并不是宋儒归于“天理”的穿衣吃饭的“共欲”，而是每

个人都特殊具有的“私欲”，即黑格尔说的 ：一个绝对为

自己而存在的自我意识，一个直接把自己的对象与否定的

特征联系起来、或者首先是欲望的自我意识。

㊴ 戴震似乎是唯一的例外，他将儒家的“四端”追溯到人

的欲生畏死的本能欲望或“血气自然”，主张在这一基础上

重建儒家伦理，已经很接近西方功利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

伦理学的思路了。但由于他仍然将人欲只限于人人所共有

的公欲（民生），而排除个人特有的“私欲”，因而最终功亏

一篑，并无很多人所以为的那么大的“启蒙思想”的意义。

这也是明清之际一大批被今人称作“启蒙思想家”的通病。

㊷ 吴寿彭把“ὄν”特意译作“实是”，将“作为存在的存

在”译为“作为实是的实是”，似乎是想兼顾这两层意思，

参看其所译《形而上学》，第 56 页及注释 2。

㊸ 又如通玄先生《道体论》中所言 ：“混即是物，物即是道”，

“大象是名，混成是体”，估计是问答体中的口语，书面语

更倾向于去掉“是”字 ：“混即物，物即道”，“大象名也，

混成体也”。严格用作系词的“是”在老子《道德经》中

无一例，在《庄子》中勉强有二、三例。

㊹ 中国哲学中有时用“为”来代替“是”，但两者意思并

不能等同。如《易经·说卦》中曰 ：“乾，健也”，还可以

理解为“乾就是健”；但“乾为马，坤为牛”就不能理解为“乾

就是马，坤就是牛”，即使这样说，也只是象征的说法或

文学性的修辞，非指逻辑上的“A 是 B”。

㊺ 历代《易》学者在以传解经时已有将儒家心性的体悟

强行加入的倾向。陈鼓应、赵建伟认为 ：“经传应当分别

解读。如占辞之‘元亨利贞’，原意乃大亨通行有利于占问，

由于大量甲骨文出土，得知‘贞’乃作‘占’解，然而不

少学者仍囿于以传解经，误以‘正固’释‘贞’。另一占

辞‘孚’字，经文全书出现达 40 次之多，学者多依传文

作‘信’解，实欠妥。我们认为‘孚’当作卦兆及应验解。”

（见陈鼓应、赵建伟 ：《周易今注今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重排版序”。）但陈、赵未能指出，以传解经并

非释经学上的误置，而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只是这一融合

还未来得及深化而已。

㊻ 有论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不能简单地等同

于神秘直觉的‘顿悟论’。他的‘一旦豁然贯通’含有认

识飞跃的合理因素，而这个‘一旦’的飞跃是在‘用力之

久’的格物基础上达到的”（见萧萐父、李锦全主编 ：《中

国哲学史》下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83 页）。

这是用西方认识论的眼光读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结果。

但朱熹的“格物致知”恰好不能简单地用认识论来解释，

而是道德修养的“工夫论”，应属“小顿悟”（由渐到顿），

与禅宗顿悟说确有相通之处。

㊼㊽ 转引自孙以楷主编 ：《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48 页，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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